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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90年代我认识杨华先生时，他正在
写作博士毕业论文。礼制问题当年在学术界还是
一个相当冷僻的领域，然而今天，越来越多的人
意识到，要揭示中国文明的内在结构和核心价
值，根本不可能绕开它，尤其是考古发掘和研究。

相对于其他邻域，专门从事礼制研究的学者
仍然人数很少，原因很简单，难度太大。历代经学
家、礼学家为之皓首穷经，清代学者更是集其大
成，留给后来人的学术空间非常狭窄。要超越传
统经学，无非在两个方面下功夫：一是新方法，二
是新材料。随着考古发掘的广泛开展，尤其铜器
铭文和简帛材料的出土与研究，为礼制研究带来
了生机。对礼制研究者来说，可谓躬逢其盛。

杨华先生就是利用简帛材料研究礼制问题
的代表性学者。他先后出版了《先秦礼乐文化》
（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新出简帛与礼制研
究》（台湾古籍出版公司，2007 年）、《古礼新研》
（商务印书馆，2012年，以下简称《新研》）、《古礼
再研》（商务印书馆，2021年，以下简称《再研》）。
除了与其他学者合著的几种《中国文化史》著作
之外，其他著作都送给了我。

有一位学术前辈曾经直白地对我说，考古发
掘人员对自己的发掘所见，非常缺乏礼制方面的
认识。我自己参加过一些考古发掘，深深感觉到
这一点。拜读《新研》和《再研》时，会时常联想到
自己参加过的一些考古发掘，加深自己事后对这
些考古发掘的认识。阅读其他学者的发掘简报和
考古报告时，也会有这样的联想，深深感觉到考
古工作者需要加强礼制方面的文献修养。

台湾出版的《新出简帛与礼制研究》，包括
《新蔡简所见楚地祭祷礼仪二则》《新蔡简祭祷礼
制杂疏（四则）》《楚简中的诸“司”及其经学意义》

《出土日书与楚地的疾病占卜》《“五祀”祭祷与楚
汉文化的继承》《先秦血祭礼仪研究》《先秦衅礼
研究》《楚地水神研究》《襚·赗·遣——简牍所见
楚地助丧礼制研究》《〈序宁祷券〉集释》等 15篇

文章，除了3篇未收入后来商务印
书馆出版的《古礼新研》中，其他
内容基本都在其中了。只要细读

《新研》和《再研》，便很容易将二
书涉及的礼制问题与自己的考古
发掘相结合，并且用来指导随后
的考古研究。

《新研》和《再研》的主要侧重
点，是用新出的简帛材料讨论上
古礼制问题。作者将简帛记载，尤
其是卜筮祭祷简、日书等材料与
古人的生老病死过程结合考察，
进而研究当时人的疾病状况、死
亡过程、丧葬仪式、崇拜对象等。
在这一系列研究中，他时常拿“三
礼”文献的记载与考古发掘进行
对证，对于数千年来争论不休的
老问题，例如“六宗”、祭祷、楚先、
庙数、用血等，都得出前人未有定论的新说。关于

“五祀”（即门、行、户、灶、中霤等五种家居小神），
古代礼学家向来存在着两种见解：一派认为按照
天子、诸侯、大夫、士的等级，贵族们分别祭祀七
祀、五祀、三祀，具有等级差别；另一派则认为不
分等级，恒祭五祀。近现代学者如章太炎等人，也
对之争论不休。《新研》在《“五祀”祭祷与楚汉文
化的继承》中，通过排列楚简、秦简中的祭祀签牌
和祷祠名称，认为古人祭祀这五种小神时从来没
有等级差别。这对于“恒祭五祀”的观点，可谓一
锤定音。

众所周知，《仪礼》《周礼》和《礼记》是儒家的
经典文献，它们不一定完全实用于当时的现实生
活，也不一定完全在考古发掘中得到呈现。但是，
杨华先生的《新研》和《再研》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并且将这些礼制材料与考古发掘之间建立起密
切的联系。可以说踵武前贤，渊源有自，是两册具
有学术性、思想性与通识性的著作。下面从这两

部专著中选取几例略作说明，便可一目了然。
2005年底，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倗伯”及夫人

墓葬M1，出土了罩在棺木上绘有图案的丝织品，
此即“三礼”文献上的“荒帷”。此墓下葬时间在西
周中期，说明那时贵族丧葬仪式与《仪礼》的记载
大体相同。这种“荒帷”在新郑及江陵的战国墓中
也有所见。可见这种礼制在先秦时期相当流行，
且在汉代前期的南方墓葬中仍在延续。西周时期
的有铭铜器如小孟鼎、虢季子白盘、敔簋等铭文
中，也有所反映。张亚初、刘雨先生合著的《西周
金文官制研究》说明礼制在墓葬的使用上，至迟
可上推到商代。杨华先生的《再研》中有《叶家山
曾国墓地所见西周早期丧葬礼制四则》一文，通
过考察叶家山墓地中的丰碑和桓楹、毁兵和毁
器、族墓与都城、族徽与助丧这四种葬俗，指出西
周早期居于南方汉水流域的曾国，其丧葬礼制与
同时期其他各国并无大异，而且特别说明，春秋
战国时期的《仪礼》内容反映了西周早期的丧葬

礼制，这对于研究儒家的起源问
题也具有学术价值。

宋镇豪《从花园庄东地甲骨
文考述晚商射礼》（《中国文物研
究》2006年第1期）一文，特别研究
了商代的用弓和弓法，认为商人
视所获猎物有无废矢而品评优胜
与否，并且在射后实行享祭先祖
之礼，这与文献记载的周代射礼
具有直接的渊源关系。中国早期
的甲骨文、金文记载的多是祭祀
祖先的内容，最早的青铜器，也是
祭祖礼仪的法器而不是生产工
具。这正是中国早期文明区别于
他国文明的地方之一（详见张光
直《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
1999年版）。王国维《释礼》一文指
出，繁体字“禮”字就是向神奉献

祭品的象形。上半部象二玉之状，下半部则是笾
豆供奉的器形。文献中的礼制活动都配有音乐，
早期文明中，诗、歌、舞、乐合为一体，西周春秋时
期宫廷所用与礼制相配的音乐，被称为“雅乐”，
它主要是钟、鼓、磬等打击乐，后来才出现丝弦乐
（详见杨华《先秦礼乐文化》）。周一良先生《敦煌
写本书仪中所见的唐代婚丧礼俗》（《文物》1985
年第7期）已指出，礼制实际上是深入平民百姓
之中，由平民而流传。

杨华先生继承了前人的研究方法，把古文献
中的礼制问题活学活用于考古发掘中。可以说这
两部专著对考古发掘所见的礼制问题大体都有
涉及，这屡屡见于他的引述之中。若读他的《新
研》和《再研》，自然会使读者联想到在现场所见
的考古发掘，从而加深对这些考古发掘的认识。
这说来简单寻常，实则非经一番精研覃思，是很
难达的。

20 世纪以来，是先有考古发掘所遇到的现

实问题，才出现对礼制问题的重新研究，这与传
统礼学中的经学研究方法是完全不同的。陈公
柔、沈文倬二位学者的著名争论，就是这种方法
的表现。《仪礼》的士丧礼、士虞礼等记录了上古
时期的丧葬仪式，在目前发掘的东周墓葬中，大
都得到了证明。如江陵马山战国楚墓M1所出土
的女墓主，包裹尸体的方法和层数（21层），就与

《仪礼》《礼记》等古文献记载大体一致。其他南方
楚墓中出土了大量的卜筮祭祷简，记载着墓主生
前祭祷神灵的时间、地点、仪式、神灵名称，这些
与古文献上的礼制记载也大体吻合，埋葬棺椁中
的赗书（吊丧时送礼的清单）、遣策（所有随葬物
品的清单），已有大量出土的实例，与礼制记载也
能大致相合。这些都在杨华先生《新研》的各篇中
分别进行了讨论。

《新研》和《再研》这两册著作中的各篇文章、
各个角度，其基本方法是将“三礼”文献与考古发
掘相结合，需要具备文献学、考古学、历史学等多
方面的功底，要下大力气、大功夫才能融会贯通，
这并非易事。细读二书，对于我们的考古发掘工
作一定会有不少启发。在《古礼再研》的后记中，
杨华先生自称想赓续旧章，再写作《三研》《四研》
之类。我们期待这《三研》《四研》早日出版！

（作者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古礼新研》
作者：杨华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12年3月
定价：58元

《古礼再研》
作者：杨华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21年4月
定价：128元

考古学文化的界定

确定一个考古学文化的内涵，界定其范围
与边界，是对考古学文化进行不同维度与层面
研究的基础。自夏鼐先生 1959 年对考古学文
化作了定义与阐释，考古学文化研究获得突飞
猛进的发展。之后也有不少学者对考古学文化
作了补充论述，深化了对考古学文化的认识。

考古学文化研究，具体到实际操作中，却
往往存在三个问题。一是容易将一些时代性普
遍特征或地域性共性特征片面的作为界定考
古学文化的标准，导致文化外延不断扩大，进
而将多个文化合并成一个文化；二是未能辨析
考古学文化内部的结构性差异或时空性差异，
导致文化内涵缩小，进而将一个文化分解为多
个文化；三是忽视考古学文化的空间要求（如
新发现遗存点过少，未能成片分布等），或对新
类型遗存认识不足，作出的一些难以认可的新
的文化命名。

在新石器时代，作为主要生活用具的陶
器，具备的时空易变特质使得其成为我们面对
没有文字记载的遗存进行分类、分组的最具可
操作性抓手。分类、分组的最优对象往往是典
型遗存。我们谈典型遗存时一般是指包含有较
为丰富的该文化内涵，年代延续相对较长、序
列较完整的一类遗存。另外，具备该文化重要
阶段性或区域性特征的遗存也应属典型遗存。
如果涉及文化内涵尚有争议时，最好是选择文
化发生、发展核心区的遗址，且最好有两种或
以上不同类型遗存叠压的遗址。前者是因为在
早期时期，核心区遗存所反映的文化面貌相对
较为纯净，外围区域的遗存大多容易混杂有周
邻文化因素，影响辨识；后者是因为通过上下
叠压的不同类型遗存面貌对比，便于区分和界
定不同文化的内涵和早晚关系。

《裴李岗文化》一书鉴于学术界对裴李岗
文化的内涵和界定仍有争议，首先选取了几处

典型遗存，以陶器组合为核心，辅以陶系、制
法、装饰等元素作为判断标准，进行分类、分
组。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贾湖遗址，将贾湖遗址
出土遗存分为四组，各组进行对比分析，明确
第一组与第二至四组遗存面貌存在质的差别，
应属两类遗存。与贾湖一类遗存相似的还有荒
坡遗址报告所分的“裴李岗文化遗存”、班村遗
址前仰韶时期遗存、八里岗 2008 年发掘最早
一期遗存等，这类遗存具备一定特征、在一定
时空稳态分布，可以单列出来为一个考古学文
化。贾湖二类遗存则与裴李岗出土遗存面貌一
致，属于典型的裴李岗文化。由此干净利落地
对裴李岗文化作出了准确界定，明确其文化内
涵，让人信服。

居址与墓地的区分与对应

过去对考古学材料作基础分析时，一般是
将居址和墓葬材料混同在一起进行分类、排序
的。随着对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大量实践和理解
的不断深化，大家认识到考古学文化存在结构
性差异，特别是居址和墓葬，承担了不同的功
能，呈现了不同的场景，反映了同一群人不同
维度的需求。二者在遗存面貌上有相似的地
方，也有诸多差异。正如《裴李岗文化》书中第
57页所述：

“贾湖遗址墓地和居址出土器物多为不相
同的器类，墓地中出土器物主要为陶壶，居址
中出土器物主要为罐、钵、鼎和碗等。然而墓地
中出土的壶、钵和盆形鼎等在居址中可找到对
应器类，墓地和居址应为同一考古学文化产生
的不同功能的遗存。”

该书在遗存分析中将墓地与居址材料分
开讨论，各自进行分期，再通过一些同时包含
两类遗存的遗址中的同类器对比串联，将墓地
分期与居址分期进行对应，由此构成裴李岗文
化的整体分期。体现出作者对考古学文化结构

与功能层面的深度理解。据笔者了解，作者在
《裴李岗文化》一书的前身，即其博士论文中，
还在对居址与墓葬分类研究的基础上，系统讨
论了居址形态与墓地布局，进一步揭示了不同
场景反映的社会状况。此次在《裴李岗文化》一
书没有和盘托出，颇有遗憾。

文化谱系理论揭示的文化变迁过程

文化谱系理论是中国考古学理论体系的
重要部分，其脱胎于苏秉琦先生的区系类型
理论，可以有效揭示不同时空范围内文化变
迁过程。

张忠培先生认为在文化传播和迁徙的作
用下，“考古学文化之间大量出现了文化渗透、
借用、融合及同化，和考古学文化的分化，使任
何一种考古学文化成了不同谱系的多元结构，
即不同谱系的文化因素，结合成统一的考古学
文化。这文化因素，可通过和前后左右诸考古
学文化进行类型学比较研究而被解析出来，明
晰其源流。它们在考古学文化中的多少、主次
有别，地位不同，各自对对方既有吸力，又存在
排他的倾向，彼此既存在融聚力，也存在拆离
的倾向，竞相发展，使考古学文化成了以主流
因素为代表，又包容新旧成分的统一与矛盾的
有机体。”（张忠培：《研究考古学文化需要探索
的几个问题》，《文物出版社成立三十周年纪
念·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

《裴李岗文化》一书对裴李岗文化谱系研
究分为“裴李岗文化的形成”“裴李岗文化的发
展”“裴李岗文化的衰退转变”三部分或三个阶
段，除了解析裴李岗文化的源流，还动态揭示
了裴李岗文化的生成、发展、衰退或瓦解过程。
比如在讨论裴李岗文化的形成时，并不是单一
地寻找裴李岗文化分布范围内更早阶段的文
化遗存，而是梳理了裴李岗文化形成之前更大
区域范围内的文化格局，分析了本地区贾湖文
化的发展态势，北面磁山文化的南下过程，从
而论证出是“较早的磁山文化遗存南下导致了
贾湖文化向裴李岗文化的转变”。在讨论裴李
岗文化与周边文化的互动关系时，则在文化分
期的尺度上系统考察了裴李岗文化向外扩张、
渗透的路线、模式及影响，呈现出动态的文化
交流、碰撞的场景，总结出“裴李岗文化的对外
影响是中原地区第一次大规模大范围的膨胀
过程，为中原地区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
中国文明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称为中
国文明的奠基。”

《裴李岗文化》一书是文化谱系理论的一
次典型实践，它不但表明文化谱系理论可以较
好地揭示文化变迁过程，还能阐释文化变迁动
因，助力于解释中国文明起源过程。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裴李岗文化：中国文明的奠基》
作者：蔡金英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10月
定价：120元

几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知《彭适凡文
物考古别集》纳入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江右考
古研究论丛”出版计划，尽管彭适凡先生著述丰
厚，仍不免心生疑窦：在其已出版的论文集《江西
先秦考古》《中国南方考古与百越民族研究》和《中
国南方青铜器研究》之外，竟能再汇编出一部别
集？直至收到彭先生寄来的《彭适凡文物考古别
集》，这部六百多页的文集，又令人惊愕其厚重。

《彭适凡文物考古别集》收录文章近百篇，归
拢成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学术论丛”，收录考
古学研究论文，既有立足赣鄱大地的民族考古、
农业考古和音乐考古，也有理论视野下关于私有
制起源、社会发展阶段的讨论。第二部分为“金石
丛考”，收录文物研究札记，主要为铜器、玉器和
瓷器，仅铜器一项便囊括战国铜壶、唐代铜灯、宋
代铜镜和明代铜牌等。第三部分为“名人史迹”，
收录文章主要关于江西历史上的乡梓贤达、南昌
城的历史变迁。第四部分为“学术随笔”，主要收
录书序、书评及考古漫记。第五部分为“学术人
生”，记述成长、求学与工作的往事，追忆了马承
源、汪庆正和周銮书等著名学者。

这些文章的发表时间从20世纪60年代延续
至近年，既有发表于《中国文物报》《江西日报》等
报刊中的学术短札，也不乏登载于《考古》《文物》
等杂志的学术论文，乃至收录于《文物考古工作十
年》《新中国考古五十年》的长篇综述。此外，还有
少量未刊文稿。正是由于《彭适凡文物考古别集》
收录文章写作年代不一、篇幅长短有别、题材范围
广泛，汇编工作就显得殊为不易。耄耋之年的彭适
凡先生及其亲友，在上海图书馆、上海博物馆资料
室、江西省博物馆资料室搜寻、复印已刊文章。经
过半年时间的整理，这些看似庞杂的文字拂去灰
尘、重获温度，汇萃为《彭适凡文物考古别集》。

捧读此书，掩卷遐思，有以下读后感。

成长之路与学术个性

1978年，在庐山召开“江南地区印纹陶问题
学术讨论会”，彭适凡先生是具体筹备者之一，也
是多篇会议论文的主笔之一，后来更是成为印纹
陶研究的集大成者。1989年，彭先生主持新干商
代大墓的发掘，促使其研究重心转移至南方青铜
器研究。由此形成了一条学术道路，以印纹陶、青
铜器等典型物质遗存为切入，精研深究，探索南
方地区先秦史。《彭适凡文物考古别集》的出版，
使我们更加清晰地观察到一个学者的成长路径。

1964年，彭先生发表处女作《有关仰韶文化
的两个问题——与许顺湛同志商榷》，便开始关
注古代社会的经济形态、社会面貌，并对这一问
题持续思考，屡有新作。从江西旧石器时代考古
到先秦考古的诸多方面，均有专文讨论，在考古
材料与文献、农业、民族等问题之间搭建桥梁、拼
合历史。得益于对古代社会的关注与思考，对考
古资料的积累与爬梳，彭先生在学术道路上不断
寻找打开江西乃至南方先秦历史的“锁钥”。

广阔视野与独具卓识

《彭适凡文物考古别集》收录了一批不太

为人注意而又颇有新意的文章，所涉内容广
泛，且大多并非彭适凡先生为我们所熟知的
研究领域。略述几例：重新审视新干古玉，辨
识商代漆器玉附件；由秦始皇十二年铜戈铭
文，考释“史失其名”的秦国丞相；从镌铭“铜
钾”的西汉“扁壶”出发，考证汉魏时期此类器
物的名实问题；开展明代王浩八起义的田野
调查，搜集民间故事与传说。凡此种种，或慧
眼识珠，或推陈出新，其中不少为彭先生退休
后的新作。

为人在诚与治学在勤

彭适凡先生寓所自名“诚勤斋”，诚与勤亦是
其为人、治学之根本。彭先生毕业于江西师范学
院历史系，并非考古科班出身，却以倍于常人的
努力，成为同侪之中的佼佼者。同时，彭先生一贯
谦和、朴实，乐于提携青年、奖掖后学。《彭适凡文
物考古别集》收录的书序、书评及师长回忆，字里
行间无不带有温情与敬意。这不禁让我想起，曾
置身满屋书香的“诚勤斋”，翻阅彭先生精心装订
的几十册书信来函，各种样式的信笺早已泛黄，
但文字中透出的学术激情不减当年，其中包括夏
鼐、苏秉琦、石兴邦和安志敏等先生的信札。这是
通讯不便时代留下的意外记录，更是彭先生学术
交往的悉心收藏。

《彭适凡文物考古别集》展示了一位考古学
家的学术侧面，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侧面，我们眼
中的彭适凡先生才愈加真实、饱满。长期以来，彭
先生笔耕不辍，涉猎广泛，在早已成名的研究领
域之外，别有耕耘。或许，“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
外”，别有耕耘的《彭适凡文物考古别集》正是“诗
外功夫”。
（作者单位：常州市考古研究所、江西省博物馆）

《彭适凡文物考古别集》
编者：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作者：彭适凡
出版社：江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2月
定价：180元

考古发掘与礼制研究
——读杨华先生《古礼新研》与《古礼再研》

夏麦陵

文化谱系理论的一次典型实践
——读《裴李岗文化：中国文明的奠基》

单思伟

别有耕耘
——《彭适凡文物考古别集》读后

肖宇 刘茜

作为考古学的后进，拿到蔡金英先生最新出版

的专著《裴李岗文化：中国文明的奠基》（下文简称

《裴李岗文化》）后，我非常认真地拜读了几遍，感悟

颇深。这本书是部分学者口中典型的所谓“传统考

古”研究，我个人更愿意称之为“经典考古”研究。当

前考古学科多元快速发展，青年学子困顿于绩效为

王，追求快出多出成果的时代浪潮中，能够静下心

来排卡片、做类型学分析，进而做文化谱系研究，是

着实不易的，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裴李岗文化》一书除去绪论外，共分为四章，

分别为：第一章、典型遗存分析；第二章、其他遗存

分析；第三章、分期与年代；第四章、谱系研究（源流

与互动）。这样的篇章设计是文化谱系研究论著的

经典模式，但在固定框架下的分节内容与具体分析

方见作者功力。在此，我摒弃分章评述该书内容的

方式，将之提炼为三个话题以作讨论。

■学人著意


